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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

双击自动滚屏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

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

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西欧资本主

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理性。他们的善良愿望

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西欧各国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

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

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为了

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

资本主义的优劣。我们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

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１４年终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前所未有

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

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

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

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近代机器工业（和轮船航运），最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于中国，但那是外国资本，开始时为数还很少

（后来在１９世纪末年大大发展起来）。６０年代中国出现封建官僚控制下的主要供军事需要的工业。特别值得重

视的是，６０、７０年代间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已经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婴儿。但这婴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艰难地成长着，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

级为其主要基础（或主要基础之一），并且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

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为什么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表它的政治力量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呢？在１７、１８世纪的欧洲各

国，这种新生力量在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就

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成了半殖民地。 

    １９世纪末年和２０世纪初年，全世界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瓜分完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

沙皇俄国等欧洲诸国，加上北美洲的美国和在东方后起的日本。它们把世界上几乎一切经济落后的地区变成了它们

的殖民地。从１６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的历史，是一部血和火的历史。殖民者所到之处对落后的

部落、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存条件，消灭殆尽；对于消灭不了的民族，就在那里实行殖

民统治。资本主义侵略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向那里输入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

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保存和维护那里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许多殖民地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

对照特别鲜明。只在殖民者居住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中有“繁荣”和“文明”的景象，而广大地区笼罩在贫穷和黑暗



中，人民受着重重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都处于极不发达的状

况。 

       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它们强占

中国沿海若干港湾，并在好些城市建立所谓“租界”，而且曾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它们没有能使中国

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在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早期虽然

只是以幼稚的、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但已经使侵略者感到，直接统治这成亿的生灵是它们难以胜任的。第二，如

果由一国独占中国或几国“瓜分”中国，势必引起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宁愿保持中国的原

状，各自按照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益均沾，共同主宰中国的命运。中国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

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掠夺的半殖民地。到本世纪３０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尝试用武力来独吞中国，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大失败。

其所以失败，基本上也就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⑴⑷） 

      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

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

战（１９１４－１９１８）期间，除日本以外，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在这次战争时期和战后一

二年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欣欣向荣，被称为“黄金时期”。但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重新向中国扩张势力，这

个“黄金时期”迅速结束了。这种情形更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中国资本主义是无法自由发展的。在中国丧失独

立主权的情况下，当然也谈不到按照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等。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

系。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

军事、财政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当这些代理人中的这一个或这一批倒

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封建势力虽然腐朽落后，但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同买办势力结

合起来，就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 

      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压迫。 

    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

立的中国。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谁能完

成这些任务？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深切感受帝国主义

侵略压迫之苦，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提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并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

这个纲领。但他们迅速地失败了。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

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

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目的还是在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同盟会领导取得了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胜利。这次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成

立了中华民国，所以是一个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帝国

主义所中意的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的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辛

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中许多是政客官僚的集团，旋生旋灭。一些标榜无政

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除同盟会扩大改

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梁启

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

建军阀势力。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国

民党内部分裂，孙中山以其中一部分人建立中华革命党。他们的力量很小。没有能在反袁世凯斗争中起主导作用。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重建中国国民党。这个党虽然号称有许多党员，但成分庞

杂，组织涣散，党员各行其是，直到１９２４年前这个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人民的政治主

张。只是由于它有辛亥革命的历史业绩，其核心孙中山和他的少数同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谋求中国的进步，并且

经几度挫折失败后，在广东勉强建立了一个与北方军阀政府对峙的政权，所以国民党这时仍不失为中国政治生活中

有进步性的一个重要力量。 

    １９２３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

了新的生气。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从辛亥革命后的１

３年里，还从未举行过这样的大会。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３月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因为有了国共



合作，才有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才有了北伐战争，国民党才在全国人

民中有了信誉与威望。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够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中国将如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宣言中提出的纲领，主要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打倒军阀，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实现这些纲领当

然并不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纲领中还有“节制资本”一项，就

是说，中国将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但这也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半途而废。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国民党是依靠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成果，又是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的。这里不讨论国民党当政２

２年的全部政绩，只来答复一个问题：国民党政权有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回答只能

是否定的。试以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内的棉纺织工业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

所以说这十年，因为１９３７年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其所以说棉纺织业，因为那时重工业根本谈不到（１９３

３年钢产量只有３．５万吨），而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历来最称发达。 

       １９２７年全国纱锭数量是３６７．５万，１９３６年增到５１０．３万。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

的，有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中国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数由１５７．５万增加到２３５．６万，增加几乎达５

０％，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４２．９％提高到４６．２％；中国商人的工厂拥有的纱锭数从２０９．９万增加

到２７４．６万，只增加３１％，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７．１％降到５３．８％。 

         布机的情况大致相同。１９２７年总台数是２９７８８，１９３６年总台数是５８４３９。其中外国资本

的台数由１６３２９增加到３２９３６，增加一倍有余，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４．８％提高到５８．１％；

华商数由１３４５９增加到２５５０３，增加约９０％，而在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４５．２％降到４１．９％。（以

上数字见１９４８年出版的《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我国棉纺织业自民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后，由于捐税繁重及花贵纱贱诸影响，深感

无法支持。迄民二十四年（１９３５）下半年，５９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达２４厂，而减工者复有１４厂。固

不能以纱锭布机数量之增加为衡量该业兴衰之标准也”（见同上《纪念刊》第２５５页）。这就是说，实际情况比

上述数字还要糟得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

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

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

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

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

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经过抗

日战争和战后的时期，更加深了这种失望。 

    三、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那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 当作当前的任

务。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１９２５年到１

９２７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６万人。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共产党人以大无畏

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在什么问题上发生

分歧呢？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

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

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论联合政

府》）。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

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

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

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１２０多万人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

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

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可以说，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

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

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

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

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

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

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

该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他担心这将导致下一次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反复考虑这个问

题，他们在３０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

个革命中起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

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４０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国家所

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

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

故”。（《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

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

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

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在战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期间大大发

展起来。它利用抗战时机垄断金融，乘私人资本战时的困难而进行并吞，又从美国的财政援助中克扣私分。战后，

通过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１９４７年前后，国内人们估

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集中的私有财富共达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全国产业资本的８０％在他们手里。他们的财

富并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洲各处。美国作家西格雷夫说，在抗日战争将结束时，“孔家

和宋家诸人在南美洲各处都有各自的财产，包括大家知道的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银行的巨额存

款。据说他们的财产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企业，如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运输业中的股票，而投资重点在铁路和航

空公司”。他又说，据宋子文的一个朋友声称，到１９４４年，宋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４７００万美元。１９４

９年，美国银行界向国会议员们指出，宋家和孔家在曼哈顿积蓄了２０亿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进行调查，但没

有公布调查结果。据已透露的材料，蒋介石夫人在大通国民银行、纽约花旗银行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款１．

５亿美元；孔祥熙夫人和宋子文分别在其中一家银行存款８０００万美元和７０００万美元。 

     “多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多一个本国封建主义”，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但无害，反而有利。为维护既得利

益起见，国民党领导集团不愿意接受民主联合政府，宁可打内战。他们本来以为，依仗他们在军队数量、装备程度

和战略形势上的优势，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他们胜利了，中国就只能继续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地位。 

       为什么国民党在这场它自己挑起的内战中一败涂地？因为它失尽了人心。不仅工人群众、农民群众、青年学

生群众反对它，而且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如大学教授中的多数、民族工商业者中的多数也反对它。可以这样说，许多

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外国

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

不能不失败。这就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历史格局：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四、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

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

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和统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前两个问题直接联系着的，不解决前两个问题，就不可

能有国家的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 

         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充分发动，或者

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力量。要战胜强大的

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

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

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或许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允许进行某种假设。如果在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软弱动摇

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结果会怎样呢？那就必然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

续彻底完成，必然是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

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就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只凭主观愿望是不

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

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

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



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解释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条纲领时，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

后，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

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因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得

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然它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政

协纲领》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发展。”“在

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应在“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范围内，它的发展方向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只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

济那时还很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

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１９５６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大致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

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

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 

    或许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合宜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

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

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

资本和民族资本），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或许有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毕竟是吃了亏。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遇到了许多困

难，又产生了许多失误，这些困难和失误都同原有的底子“一穷二白”（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而其所以“一穷

二白”，就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是“吃亏”，那我们只能吃这个亏。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

阶段，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

（如果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斗争方法一贯错误，因而失败，那就会是这样）；另一条道路就

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呢？即使说，还有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那也决不会是变成一个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且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

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

的代价，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

妓，这些景象只会一一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

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

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三十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

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

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五、   有一种说法：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而重走资本主义道

路，“补这一课”。这种说法的谬误从以上所述可以概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

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

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

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

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

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次



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

能不是这样。 

       列宁曾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

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统计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大

银行）当作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资本主义丑化这个绝妙的机关的东

西斩断，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列宁全集》第２６卷８７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把由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人民的利益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

许的更大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中需要经过不同

的过程和不同的长时期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从资本主义得到的“遗产”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

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

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

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事实上，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来，进入社

会主义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 

       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

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

难了”。（《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２７７页）对于中国，当然更可以这样说。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

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

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列宁全集》第２７卷３２４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

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不能用别的东西建设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１

３１页。引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 

      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提出“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向“有大生

产的经验”的“实业家和商人”学习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我们没有这

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

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功课我们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个大骗子，只要他办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

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停滞不

前。”（《列宁全集》第２７卷２７１—２７２页）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

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

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

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毫无

疑问是对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旧社会并不是一点没有留下资本主义的遗产，但的确是太少了。 

       在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

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

术、管理方法，等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

会主义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３０年前大大增强，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

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

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

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

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

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

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

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快、更



好。——这是本文的结论之一。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必需的东西，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体

系，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如同《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决议》所说，我们必须坚决摒

弃。——这是结论之二。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地中，虽然还是幼年的植株，但已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

制度是不会自发地生长壮大起来的。只要善于培养，它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这是结论之三。 

    《人民日报》1987年03月05日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